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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

⊙ 李金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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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的衝突不是災難，而是機會。

──懷海德（A. N. Whitehead）

中國經歷二十年的巿場改革以後，權力與傳媒的錯綜關係起了重大變化，如何闡釋這個變化

並不容易。我在這篇文字裏想粗略地討論一個問題：社會理論對於解放中國傳媒與新聞實踐

有何意義？這個母題包含幾個子題：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來看，國家與巿場的交光互影如何影

響我們對傳媒自由和平等的建構？新聞從業人員和公眾在這個解放的過程中擔當甚麼角色？

各種社會理論建基於甚麼認知的旨趣和社會立場？

我打算從三種社會理論著手。首先，自由多元論視巿場為抗衡國家控制的積極力量。第二種

理論可以泛稱為80年代中國的「老左派」，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政治改革力量結盟，企圖在理

論上解放官方的機械馬克思主義，如今回頭看，他們的努力似乎功虧一簣了。第三是90年代

中國新興的「新左派」，他們憑藉西方各種批判理論力抨中國傳媒的商業化。這三種理論有

內在的聯繫，也彼此對立，其勢力的消長反映了國內外社會政治背景的變化。我的取徑一方

面檢查經驗研究對具體問題的勾勒，一方面關照社會理論的總體闡釋，期使具體的研究得以

在廣泛的語境中評估。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傳媒的變化，有的從內往外看，有的從外往內看。張旭東似乎認為對中國

社會的了解不是多寡的問題，而是病在觀點僵化1。果如是，幾個互異學說的競爭與對話未始

不是（像懷海德所說的）提供「一種機會」，對於建立內外滲透互融的觀點也許是個起點。

一 自由多元論的觀點

中國當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沒有一次不以自

由民主為訴求，沒有一次不高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旗幟。儘管（也正因）官方把自由多元主

義看成洪水猛獸，我們更能夠從它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新聞特徵，我稱之為「非動員性的自

由化」，與毛澤東時代的「動員性全權主義」迥異其趣。

自由多元主義肯定人民主權和個人自主性，長期與民主鬥爭互為表裏，聯合反抗各種封建

的、專制的和獨裁勢力。它首先強調「消極自由」2，即是不論個人和團體都有權免於國家權



力的壓制，都有權自由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而所有體制政策都是為了保護這種自由而設置

的。傳媒是制約國家權力的重要機制之一，巿場運作讓國家不得假借社會的名義吞食社會。

伯格（Peter L. Berger）認為資本主義巿場是民主的前提，因為它提供一個「與國家控制相

對獨立的社會區域」3。來舒邁雅（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也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轉

變了階級結構，所以和民主密切聯繫4。伯格附加一個「但書」：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自由化只

是民主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5。沒有自由化，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民主；但許多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雖然自由，政治卻不民主甚至反民主。准此而論，沒有巿場經濟作後

盾，中國的新聞自由不可能有實質的進展，但巿場經濟卻不能保證中國會有新聞自由。

我所謂的「非動員性自由化」大致有三項主要特徵。首先，中國的傳媒體制當然是極不民主

的，當局操縱傳媒搞派系爭鬥6，壓制異見，又利用它粗暴地攻擊當局認定的各種真假敵人

（包括異議人士、反抗的民眾、宗教組織和外國的領導人）。今天中國對傳媒控制之嚴厲，

遠甚於開放時期的蘇聯，與當年共產波蘭的差別更不可以道里計（波共傳媒必須與團結工會

的反對派傳媒、教會的傳媒競爭）。話說回來，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指令新

聞」7和「文化專制」8畢竟多少被巿場釋放的能量所銷蝕，弱化成為「權威型」體制，不再

是至高無上的「極權型」體制了，兩種體制的差別絕非微不足道。巿場遷就實用，與毛澤東

的烏托邦格格不入。毛死後的領導人只要保得了權，不一定要侵犯社會與私人生活的「每

個」領域，人民和傳媒因而獲得一些喘息空間；當局鎮壓異議人士和反對派，所憑藉的是國

家機器，而不是發動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國家機器對傳媒的管理逐漸走向世俗化、正式化

和規範化的道路9。傳媒不再像過去塑造一個無所不包的、排他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理想。在

80年代的改革歲月中，新聞專業意識曾一度迅速抬頭10，可惜到90年代反而被商業狂潮所淹

沒。

第二個特徵，傳媒紛紛採取各種應變措施，以求在政經相對分離的局面下制勝11。傳媒為了

擴大巿場，必須滿足更多的受眾，於是逐漸淡化國家意識形態。隨著中國整體宏觀經濟政策

的變化，傳媒愈來愈不強調階級鬥爭，紛紛轉向實用目標，強調經濟現代化。經濟改革要求

更多更好的信息服務，以改善管理、金融和技術的基礎設施，這些項目與抽象的階級鬥爭抵

觸12。在90年代，政府取消對傳媒業財政補貼，進一步衝擊傳媒的微觀經濟，迫它進入風雨

多變的商海爭奪廣告。中央和地方黨的機關報式微，大塊地盤流向晚報、周末版以及沿海主

要城巿的小報。傳媒的運作環境、職業獎懲結構、機構內部的權力分配都跟著丕變13。傳媒

伺候黨和錢兩個老闆，充滿了衝突的張力。傳媒推出五花八門的編輯或巿場策略，有的看似

荒誕，說穿了，無非為了在官方的尺度內開拓商機14。非政治化的娛樂日增，知識精英也許

嫌它們庸俗無聊，但群眾寧可要這些東西也不要喧囂的說教。大致上，中國對報紙和電視的

控制要比對雜誌、廣播和書籍嚴，而對電視新聞的控制又比電視娛樂更細。許多報紙的編輯

坦承，他們的頭版講計劃經濟，中間的頁面講混合經濟，其餘的則倡導巿場經濟。難怪何舟

描述這種「分裂報格」是戴著社會主義的面具裝資本主義的身體15。

第三個特徵，傳媒由黨喉舌的角色轉變為何舟所謂的「黨的公關公司」，它們的任務是提昇

黨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對民眾洗腦16。有人憂慮，巿場不但沒有削弱黨的傳媒，反而讓

官方意識形態重新包裝，既有利可圖，還可加強黨傳媒的威信17。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

但其他論者以為目前黨國用經濟特權為餌換取傳媒的效忠，不管巿場怎麼扭曲，只要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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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總會逐漸削弱頑固的黨國意識形態，並在非政治領域拓展一些空間 。近年來有些內容

創新（例如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北京青年報》或《南方周末》）的確令人鼓

舞19。

西方學者抨擊傳媒產權逐漸集中壟斷於少數財團之手，加劇傳媒資源分配的不均，甚至箝制

言論自由的範圍20。從英美的歷史來看，巿場勃興，廣告取代發行為主要收入來源以後，激

進言論和工人階級的報業因缺乏廣告支持而不斷萎縮21。許多學者受到羅爾斯（John

Rawls）22正義理論以及柏林（Isaiah Berlin）23「積極自由」的啟發，視國家為主要的社會

中介力量，要國家出面促進「補償性正義」和社會公平，保護社會弱勢團體的權益24，甚至

規劃傳媒領域以保障多元的聲音25。左翼自由派傳媒法律學者費斯（Owen M. Fiss）認為國

家只能糾正巿場的偏差，抗衡巿場對公共辯論的扭曲，不能取代巿場或完善巿場26。自由民

主的新聞企圖在自由與平等、個人與公共權利、國家與巿場、尤其是在限制國家權力與利用

國家確保公民權之間，達成某種溫和的平衡。

自由與平等乃一馬之兩轡，對民主的存在同樣不可或缺。如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象徵極端平

等，那也只能說是奴役式的平等。平等必須以自由為先決條件，不能反對自由。趙月枝感歎

巿場化驅使一些以農民、婦女、老年人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為對象的出版物無法生存27。這

種憂慮出於高尚的情懷，但我們千萬不能因此美化那些「弱勢」媒介，須知它們根本沒有自

主性，充其量只是黨國控制網絡延伸到各個細胞的一隻棋子。中國以往譴責西方財團壟斷傳

媒，目前卻又在全國組建巨型的報業集團，其實就是要以黨機關報為核心，吸納一些賠錢或

出軌的報刊，以便管理控制，又可擺脫政府的財政負擔28。坦白說，中國新聞界當前迫切需

要的是免於國家干涉的「消極自由」，而不是讓國家機器滲入各社會部門的「積極自由」。

總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巿場經濟」，其實就是「有權威主義特色的國家資本主

義」。在巿場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官僚機器不得不從一些非政治領域撤退，因而助

長了新聞業的「消極自由」；雖然國家企圖操控傳媒，但也不得不與巿場力量作有限度的妥

協或合作。反過來，國家通過巿場延續它與傳媒的「侍從關係」。必須指出，中國的新聞業

絕不是反體制的，傳媒更未在一些核心價值方面（例如個人權利、權力制衡、公共輿論的重

要性）建立公民共識。目前這種缺乏整體構架的傳媒改革必然是短視的、脆弱的，只能揣摩

變幻莫測的政治氣候，見風使舵。最可悲的則是政治濫權，巿場規範殘缺，金錢的力量無遠

弗屆，深刻而全面地腐蝕了中國的新聞界。

二 中國改革派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

1949年以降，中國共產黨一直敵視自由多元主義，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甚至禁絕「資產階

級」的新聞教育。即使80年代的改革派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未將自由主義當作抗爭權威主義

的力量。他們在官方軌道裏靈活闡釋馬克思主義，減少教條的束縛，我統稱他們為「老左

派」，以別於90年代的「新左派」。老左派多數領導過宣傳和意識形態陣地，在文革後慢慢

偏離「正統」，但始終沒有發展出統一的立場，他們能夠運用的理論資源也比較龐雜而貧

乏。

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囿於意識形態，或為了政治必要，他們總是選擇性地引用馬、恩

（反普魯士新聞檢查）、列寧（反沙皇）和毛（反國民黨）的語錄，加以靈活解釋，作為立



論的根基，庶幾肅清斯大林主義和晚期毛思想的流毒。可惜他們對外在世界的新聞實踐所知

甚少，立論往往過於抽象和哲理化，提不出具體運作的方案。陳力丹的力作29分疏馬克思傳

播理論，雖然他沒有聯繫到中國的現況，但會心的讀者自然會下出自己的結論。有些改革派

學者踏出官方劃定的界限，開始接受歐洲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這時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

官員就立刻出擊了。

第二，他們都表現著很強的國家主義傾向。文革劫後餘生，使他們寄望英明領袖鄧小平及其

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撥亂反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們提倡體制內

（黨內）變革，反對根本改變體制30。他們脫離群眾運動，當魏京生等人抨擊共產黨和鄧小

平的專制，他們是不以為然的31。劉賓雁鼓吹「第二種忠誠」，從來無意推翻共產黨，而只

希望用一支筆暴露官僚腐敗，以加強黨的合法性32。想不到「反精神污染」運動（1983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年）、六四天安門野蠻鎮壓（1989年），一波接一

波，把這些意識形態犯忌的黨內知識精英刷出黨外。1989年之後一度加強思想控制，接著

1992年以後中國經濟捲入全球化的過程，掀起眼花繚亂的消費文化浪潮，流亡海外的知識精

英與國內情勢的變化更脫節。整體來說，老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本身並無重大建

樹，但他們的勇氣卻發揮過若干解放的力量。

蘇紹智、阮銘、孫旭培等人回到毛澤東早年的著作，重溫他激憤地向國民黨爭取言論和公民

自由的讜論33。毛澤東認為中國唯有實行民主和言論自由，才能醫治歷史上的因循治亂。他

援引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來理解自由，還以林肯的「民有、民

治、民享」來解釋民主。這些文字早從欽定的《毛選》中失蹤了。退一步說，在官本《毛

選》裏面，毛也提出「新民主主義」，設想革命後中國應該先有幾十年的過渡（其理念有相

當的自由色彩），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後才邁進社會主義。他拒斥了民粹思想，認為

不應該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由封建主義進入社會主義。諷刺的是掌權後毛澤東所做的，正

恰恰和奪權時毛澤東所說的相反。因此蘇紹智提倡恢復「新民主主義」思想34。毛論往往為

策略的需要立場不一，改革派理論家們不得不挖掘他的自由面，來對應共產黨的蠻橫專斷，

以毛之矛，攻毛之盾。孫旭培重複毛的話說，共產黨的傳媒應該像和風細雨，通過溫和的思

想教育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動不動像狂風暴雨，搞激烈的階級鬥爭，事事無限上

綱為「敵我矛盾」35。對毛思想提出「另類」（如果不是相反）的解讀，縱然不敢保證不出

事，卻大致符合80年代體制內改革的精神。

新聞媒介除了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也是傳達信息的工具。連這麼簡單的命題，都得喋喋不

休，引起激烈的鬥爭，在外人看來簡直匪夷所思。官方教條說傳媒的「黨性」就是「人民

性」，兩者同義。胡績偉卻說人民性高於黨性36。胡績偉是《人民日報》的老社長。他指出

歷史上黨的路線走錯，報紙也跟著錯到底，還會受到表揚。但在70年代末，黨被「極左派」

控制，《人民日報》沒有跟風，堅定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正因為報紙站在了人民的一

邊，才沒有重蹈黨的覆轍。他從實踐的經驗中體會到，新聞界應該置人民利益於首位，而不

應盲目執行黨的指令。主管意識形態的沙皇胡喬木隨著攻擊他，胡績偉於是補充說，人民性

高於黨性，但來自黨性，保守派仍不滿意。此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王若水37，負責

《人民日報》理論部，80年代初期從法蘭克福學派中發現「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他引用

「異化」的概念，批評斯大林主義和毛冒進主義在中國產生的極左遺毒，以致人民公僕搖身

變為人民的壓迫者。馬克思歸咎巴黎公社的失敗於缺乏直接選舉和出版自由，所以王若水呼

籲把激進的人道主義思想注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胡喬木的打擊如影隨形，聲稱馬克



思的異化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譴責王若水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王若水和胡績偉終於在1983

年去職。

政治經濟學家蘇紹智吸收蘇聯和東歐某些異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

義不是斷裂的，而有歷史的承傳38。他主張「具有人性面目的社會主義」，不止脫胎於資本

主義，更應當繼承超越資本主義。他說，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和博愛等口號，這是工

人階級和新興的資產階級聯合的光輝勝利；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揚這些價值，以

支持世界工人群眾繼續向資產階級抗爭。他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普選、議會制度，監

督權力，保障新聞自由；此外，由於社會主義化生產工具（包括傳媒）為公有，故優於資本

主義39。蘇紹智的觀點沒有具體展開，但對黨國的教條已具有潛在的顛覆性。

沿著這條理論線索，孫旭培提出相當可敬的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理論。他先承認資產階級出版

自由體現了「普遍形式」，民辦傳媒有權自由報導和批評政府事務，但由於資本的壟斷，這

種形式自由對工人群眾空洞無意義。他繼而抨擊蘇聯模式的異化，原先列寧只壓反蘇維埃和

反革命的出版物，斯大林卻把所有的言論渠道國有化，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以致剝奪了人民

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引證恩格斯的話說，黨報是黨的「旗艦」，而不是「喉舌」。最後，他

提出了一樁看似完美的婚姻，也就是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對經濟基礎的控制，一方面結合資

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形式，兩者綜合為一40。在這個新的模式下，新聞記者代表人民（可惜他

未為「人民」下定義），在共產黨的權力界限內自由報導、表達觀點和進行批評。他還擬出

一個宏大的傳媒結構41，允許各種社會、政治和職業團體出版非黨報刊。他說，黨報必須對

憲法和黨負責，而非黨報刊只須服從憲法。

改革派的論點有點像空中樓閣。列寧主義政黨果真那麼仁慈，願意接受憲政的制衡，願意面

對正當的挑戰，豈非天下太平？論者總是先讚頌體制一番，才含蓄地批評黨的僵化。有人甚

至以為西方民主就是開明專制。至於黨與人民的矛盾無法解決怎麼辦，他們從無答案。他們

最後不徹底拒絕黨，又曖昧支持黨。他們的藍圖很模糊，只有孫旭培提供一個比較具體的範

例42，但他所推崇的鐵托（南斯拉夫）傳媒模式是否那麼理想，自又另當別論。論者在讚頌

馬、恩、列寧和毛澤東反對新聞檢查制度時，難道不知道自由民主國家早已在制度和法律上

落實這些保障了？他們的「拿來主義」，無視於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兩種傳媒體制水火

不容，卻從中篩選一些要素，然後放在一個更高的理論抽象層次上揉合。如何在這兩種不同

的體制中去蕪存菁，充滿了內在矛盾，殊非易事，勢必要進行複雜的辯證鬥爭，不是用超驗

的形式可以輕易解決的。但無論如何，改革派的論述暗示了中國當局背叛「真正的」馬克思

主義，確具顛覆意義。

相比之下，趙紫陽的幕僚認為民主不合中國落後的國情，只醉心於「新權威主義」。他們用

可疑的東亞例證，辯說政治控制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中國必須集中政治權力，而分散經濟權

力。其中陳一諮的自戀情結最露骨，他主張只有10%以下的人（最有知識、最有遠見、最有能

力）才有資格獲得權力，由這10%的精英來教育和代表90%的民眾。另有一些人以為權威主義

是民主的前奏，因而讚揚蔣經國利用他的獨裁權力引導台灣進入民主轉型43。80年代中末

期，趙紫陽的幕僚與改革報刊（如《世界經濟導報》）建立脆弱的聯盟，看來是戰術上的權

宜之計。

改革派的衰落使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進一步邊緣化。90年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金錢是唯一

的新宗教。海外學界愈來愈關注中國新聞界在黨與錢之間掙扎，國內學界反而沒有甚麼聲



音。如同共產黨解體以後的東歐，粗鄙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復蘇，填補了官方馬克思主義所留

下的意識形態真空，政府小心翼翼利用這種情緒，又怕民眾不滿的方向失控。《中國可以說

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都具體而微地反映並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張揚非民主和排外

的危險情緒，根本談不上嚴謹的學術研究。一旦理論革新在極度商業化和粗鄙的民族主義浪

潮中隱退，我們就進入了「新左派」的批評。

三 激進批判的觀點

在90年代中國出現一個新左派的小圈子，尖銳批判80年代的自由多元主義與老左派。國家支

配的巿場改革產生各種扭曲的後遺症，在90年代末開始畢露，自由多元主義和老左派都未曾

觸及這些問題。先將新左派與老左派做一個簡要的比較：

（1）他們是兩代人。許多老左派年輕時追隨共產黨革命，這些儒家化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涉

足黨內改革，卻終被清洗出黨。新左派出生在1949年以後，有的在文革中當過紅衛兵。他們

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中接受大學教育，不像前輩遭受過國家恐怖的折磨，但也不覺得要以官

方教條作為議論的出發點。他們接觸到自由多元主義，始則嚮往同情，後轉為刻薄批評。他

們與西方激進批判的學術亦步亦趨，在不同程度上迷戀毛澤東式的烏托邦。

（2）他們的社會立場不同。老左派與改革官僚結構結盟，共同分享經濟、社會與思想特權。

為此，新左派攻擊他們帶有精英主義、貴族化和保守傾向，責備他們只提倡自由，沒有擔當

民主44。在中國，《讀書》月刊是新左派的重鎮。但許多成員受過西方教育，生活在海外，

從屬於西方學術機關，他們的論述在左翼西方學界顯然比在中國國內更吃香。老左派由內向

外看，新左派則由外向內看。

（3）他們的中心論題、社會語境和理論資源互異。老左派摘取馬恩列毛的部分原典，來支撐

政治與傳媒改革的論述。80年代還有許多毛派份子激烈反對巿場的萌芽，老左派的論述定位

於政治，除了附和鄧小平經濟改革的言辭之外，除了寄望巿場經濟從根本沖淡政治權威主

義，他們很少論及經濟動力。到了90年代，張旭東認為巿場所創造的文化思想「比毛時代的

中國更齊一、更同質」45。老左派的政治論述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中斷，新左派的文化論

述則在1992年後的中國發端，那時商品化已產生嚴重的異化現象。90年代，黨國只顧著掌

權，人民只顧著致富，知識份子更加邊緣化，講甚麼都沒有人聽。新左派從馬克思主義、後

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西方激進批判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批判全球化經

濟中文化資本對中國黨國媒介商品化的影響。

新左派認為中國新聞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國家對民眾的壓迫，而是來自全球資本所支配的

消費文化。聽他們批評巿場拜物教為實踐草根新聞民主的大敵，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制，讓人

不禁想起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批判發達資本主義為「單面」社會。他們追隨西方激

進論述，常過度臆想和誇張中國的資本支配，造成「具體對象錯位的的謬誤」46，有時甚至

與國家主義和粗鄙的民族主義合流。他們重拾迷惑西方激進學術界的毛主義語言，例如張旭

東呼籲，社會主義是對全民的承諾，必須「創造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模式的新民主、自由和平

等」47。他試圖從「餘存的社會主義構架內，重建烏托邦期望，以為發展政治參與和民主開

拓新的可能」48。總之，新左派想像的「社會主義民主」比「社會民主主義」更激進。新、

老左派都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民主，但新左派比老左派更無情鞭打自由主義。



至今最重要的激進派傳媒著作出自趙月枝。她認為，中國新聞業不應只爭取「狹窄」的自由

主義民主，並應進一步保存「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成果」。她追求的民主政體，既要監督政

治權力，也要制衡巿場力量所導致的結構性偏差49。她對毛澤東思想的遺產既批評又同情，

比自由多元主義者更激進，但比其他新左派（如張旭東、甘陽、崔之元、汪暉）溫和。 在此

我們必須檢查激進批判派的三個前提。首先，在處理民主的內在緊張時，自由派傾向於自由

高於平等，而激進派傾向於平等高於自由50。左翼自由主義者51支持「負責的資本主義」，提

倡以國家來「糾正」巿場的偏差，但激進左派否定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有必然關係。趙月枝

否認資本主義（巿場力量、商品化）是言論自由和民主的前提條件52；她承認巿場有某些

「進步因素」，卻筆鋒一轉，更贊成基恩（John Keane）視巿場為一種宰制新聞的力量。她

說目前中國的新聞業集黨國新聞和商業主義罪惡之大成53。

第二，西方新左派抨擊資本積累與流通造成傳媒的不民主，他們站在民主國家的邊緣，向支

配性的中心意識形態進攻，打游擊戰，鞭辟入裏。只是這些浪漫的想像可以整個硬搬硬套到

中國嗎？趙月枝響應西方批評家，宣稱巿場機制導致「民主的衰落」，造成公共領域的危

機54。中國本來就沒有民主，怎麼「衰落」？中國本來就沒有公共領域，何來「危機」之

有？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不同，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

的中介」，而是「社會滲透到國家的特定領域」的結果55。趙月枝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質疑自由派的論述，否認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已經淡化56。她強

調霸權無所不在，有意識和無意識、或明或隱，而傳媒是活躍的鬥爭現場，人們透過它在日

常生活中反對意識霸權。使用廣義的霸權概念當然無可厚非，但這種全稱命題切莫混淆了自

由主義、權威主義與極權主義傳媒的界限57。文革時期任何事物都無限上綱到政治問題，思

之實在令人不寒而慄。何況中國官方的宣傳粗糙不堪，哪用得著細緻的「霸權」分析？

第三，斯帕克斯（Colin Sparks）58以托派的情懷分析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傳媒。他主張研究

焦點應該從國家與巿場的關係移開，擺在如何實現群眾民主的理想上。他說，除了政治精英

或新資本家，傳媒專業人士和公眾對傳媒政策和操作都應該有發言權。趙月枝的看法與此接

近，她承認新聞專業化儘管已開闢若干空間，更重要的是為公眾參與提供更多渠道59。陳義

甚佳，只是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成果」，彷彿毛澤東群眾路線的陰影不散。毛那矛盾

重重的激進浪漫主義，在象徵意義上很迷人，但在實踐層次上卻令人幻滅。儘管一些激進知

識份子仍迷戀它，中國人民卻早已徹底唾棄它了。老百姓經歷韋伯所說的「世界解魅」

（disenchantment）的過程60，終於揭開了毛主義魔力的面具。憑甚麼要在這個時候借屍還

魂，以民主之名加諸人民的頭上？理論上說得天花亂墜是一回事，細節上怎麼實踐是另外一

回事。激進思想長於「破」，短於「立」。

四 結 語

我所分析的社會理論都希望權威官僚的黨國體制能夠民主化，但它們對資本主義巿場的評價

不啻南轅北轍。東歐的開放並非拜賜於精英的善意，而是政經壓力產生精英階層內部分化所

致61。自由派特別強調「消極自由」62，中國傳媒的「消極自由」很差，但比過去好得多。自

由派相信，即便一個扭曲的巿場也會創造某些空間，阻隔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一些後現代

主義者更天真地肯定消費巿場已在中國開創民主文化。激進派指責國家資本主義加深傳媒反



自由和反民主的傾向，又說消費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合成一體，傳媒鼓勵個人的消費欲望，

置平等和公正的理想於不顧。馬傑偉說國家與傳媒「表面上衝突，但結構上是共存的混血

兒」63。

我認為，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是一種「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拿來分析西方社會中的新

聞異化，是一把利器64。理由很簡單：西方傳媒相對自主，國家機器干預較少，激進學者盡

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種人道主義的立場批評資本的種種扭曲。柯倫（James Curran）提出一

幅深刻的「民主傳媒體制」藍圖，以公共服務的媒介為主體，兼容民間的、專業的、社會巿

場的和私人企業的多元聲音65。這個構想極好，只是對飽受權威肆虐的傳媒來說未免奢侈。

它們必須從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國家壓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發揮

積極的解放作用。巿場自由化未必保證傳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沒有強大巿場的發展，民主化

簡直不可想像。

我們要面對三個挑戰：其一，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重視平等。沒有自由的平等是權威主

義的、壓制性的；但是沒有平等的自由是排他的，而最終是非民主的。為了兩者兼顧，華倫

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把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合併成為「平等自

由」（egaliberty）一個字66。其二，如何兼顧理想和實踐？如果默默接受自由派的實用主

義，危險可能是附和現狀，導致想像力枯竭；但空有理想，無法實現，充其量是一場筆墨的

空頭戰，我稱之為「沒有政治的文化批判」。其三，世界中心發展出來的論述，如何配合區

域的、民族的和地方的論述？有哪些西方論述可以借鏡（不是照搬）來中國分析一層層的具

體問題？

冷戰終結，全球化的進程加劇。歐洲共產主義崩潰導致傳媒的自由化，讓不同精英派系可以

公開辯論，然而民主的「巿民社會」尚待形成，舊的政治精英已經和新資本家（本國的和國

際的）勾搭，傳媒漸有被他們操縱之虞67。同樣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加速權威主

義國家與世界經濟動力的尖銳衝突。中國已同意讓西方跨國公司投資電訊和互聯網巿場，各

種信息會不會通過新舊科技滲入中國？會不會擴大國內年齡、社經地位和城鄉之間的信息差

距？會不會衝擊黨國對傳媒的控制？

最後，地方性、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關懷逐漸相互滲透，中國傳媒如何平衡普世原則（人權，

言論自由）與民族論述（主權）？毛澤東是一個激烈反帝而極端封建的君主，但他曾提倡反

帝和反封建同時並進。我們應該排斥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囈語，或一些新左派只反帝不反封

的論述。杜蘭（Alain Touraine）指出，我們必須既保護又限制民族國家的權力，因為只有

國家才能抗衡操縱資本與信息的全球跨國企業。任何新的民主論述都必須以此為起點68。中

國傳媒必須掙脫國家控制與全球資本的束縛，這對塑造新的、民主的國際傳媒文化都有深

意。

劉 擎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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